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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紳權與官權

⊙ 鄭起東

 

 

紳權源來有自，明代紳權之盛令人咋舌。清代紳士似不如明代囂張，然在後期，其專橫跋扈

實不讓明代。不要說曾為職官的縉紳，即使是一般紳衿，也可交結官府，稱霸鄉里。民國時

期，舊紳雖淡出政治舞台，新紳階層卻逐漸形成。

紳權與官權的鬥爭與合作，源遠流長，進入近代，則更是撲朔迷離。剖析近代的紳官關係，

為了解近代社會的發展不可或缺。

一 近代紳權的三次擴張

嘉道年間，紳權已在長期發展中積聚起巨大能量。據張仲禮統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上層

紳士和下層紳士的數目，道光朝比嘉慶朝分別增加6%；而上層紳士的數目，道光朝比嘉慶朝

增加9%1。這一切都說明紳士的勢力在不斷增強。1841年，廣州升平社學在紳士的組織下，幾

天內聚集起數萬民兵，在三元里包圍英軍，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後雖經廣州知府余保純解

散民兵，放走英軍，而余也因在府試時士子罷考而被迫辭官而去。這就充分說明，當時勢到

來時，紳權會形成多麼強大的力量。

太平軍起，八旗、綠營相繼潰散，清政府不得不依靠紳士辦團，鎮壓太平軍。上層紳士（進

士和在籍職官）在省一級辦團，中層紳士（舉貢）在縣一級辦團，下層紳士（生監）在鄉村

辦團。

隨著湘軍和淮軍得勢，紳權急劇擴張。曾國藩首創「用紳不用官」之說，表明紳權的擴張已

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在這時，湘軍和淮軍首領已紛紛擔任要職，上層紳士與官已經

合二而一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下層紳士的動向。在太平軍時期，清政府的南方統治區早已由紳士構築堡

寨。紳士武裝如壽州的苗沛霖、湖州的徐佩瑗，甚至形成了在清政府和太平軍的鬥爭中舉足

輕重的力量。北方在捻軍戰爭時開始修堡築寨，雖然沒有形成南方那樣的地方割據勢力，但

也和南方一樣練團保寨，自徵自用，抗納田賦，官府為之束手。

紳士在地方本沒有正式職務，根據戶部則例和刑部條例，即使是保甲長也不能由紳士擔任。

而這時，紳士紛紛充當了各寨寨首。各縣的急公局、車馬局等地方財務機構也都在紳士控制

之下。甚至在很多地方，田賦也由紳士設局開徵，「花戶遵例踴躍充納，官亦俯首而聽

命」2。至此，紳與官的長期爭鬥以紳佔上風而告一段落。



隨著國家動亂有加無已，紳權的擴張一發不可收，接踵而來的是維新變法、自治運動、立憲

運動、保路運動、辛亥革命。這些運動和革命從性質上講是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其中都

帶有紳權擴張的成分。

維新派不但提出了「紳治」的設想，而且作了建立「紳治」的嘗試。1898年2月，黃遵憲與譚

嗣同、唐才常等人設立了湖南保衛局。保衛局由官、紳、商合辦，設議事紳商十人，所有規

則由他們商議修訂。

保衛局的成立是湖南紳權空前的擴張。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官員「皆務分權於紳

士」3。

在湖南，「紳治」好景不長。由於保守勢力的反撲與百日維新的失敗，湖南保衛局被取締，

但「紳治」的基礎並未動搖。

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再次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和在太平軍起義和捻軍起義時依靠紳士辦團一

樣，不得不依靠紳士辦自治。1906年出使各國大臣奏請「宣布立憲」，地方自治被列在重要

的位置。1906年8月，袁世凱在奏陳預備立憲時提出：「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與政務，為上議

院基礎；使各州縣有名望紳商參與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4，明確為「地方自治」定下

了「紳治」的調子。

這些紳士自辦或官紳合辦的「地方自治」得到了清廷的首肯和開明地方官的支持和參與，一

方面說明紳權的膨脹已達到了令清廷和地方官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說明，由

於皇權和官權矛盾的加深，紳權已成了上述雙方拉攏的對象。咸同兩朝，清政府令各地方官

員籌辦團練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遺症，就是外重內輕，督撫集省軍事、民政、

財政、人事權於一身。清廷也力圖加強中央集權，削弱督撫權力，但經過義和團運動，被迫

再次向列強屈服的清廷已威望日墜。因此，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實行地方自治，既有迎合、

拉攏紳權的動機，又有借紳權牽制督撫、削弱督撫權力的用意。

清末，縣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已完全被紳士控制。當時，一縣分為若干鄉，一鄉分為若干

圖，各鄉置鄉董一名乃至二三名，各圖設圖董一名至二名。鄉董、圖董概由地方紳士中選

出，呈請縣令委任。橋樑道路的修築、水利工程的修建、慈善事業的經營，隨時由圖董協

議，得鄉董的同意而執行。1908年，清廷公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城鎮鄉的學務、衛

生、道路、水利、農工、商務、慈善、公共事業，自治經費的徵收使用，以及據各地的習慣

委諸紳董的事項，都屬於自治範圍。其組織分為議決機關和執行機關兩部分。議決機關為議

事會，執行機關在鄉鎮為董事會，在鄉為鄉董，進一步在法律上明確了紳士的地位和作用。

在太平軍和捻軍起義以及清末自治運動和立憲運動之後，紳權又迎來了第三次大擴張的機

會，這就是辛亥革命。在前兩次擴張中，紳權已在和官權的爭鬥中佔了上風。這一次，推翻

了皇權，套在紳權身上的最後一道桎梏也消除了，紳士這個階層幾乎可以說是為所欲為了。

首先，清政府被推翻，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許多權力真空，而這些地盤都落到了紳士手裡。如

河南槐店，在清末原設有分縣、千總，文武分治，鼎革之際，一律撤銷，由紳士組織鄉團守

衛。

其次，全國成立參議院、眾議院，各省成立省議會，各縣成立縣議會，毫無疑問，這些議員

職位都落到了紳士手中，又加強了紳士的統治地位。



第三，民國時期，縣長的薪資和辦公費較清代減少很多。清代一個中等縣的知縣，各種收入

加在一起，一年可達數萬兩銀子。而民國時期的知縣每年的薪資收入不過幾千元，僅及清代

的幾分之一。但北洋政府在全國加強了對人民的掠奪，致使抗納捐稅的鬥爭風起雲湧，這都

迫使地方官對紳士的政治和經濟依賴大為加深。

挾辛亥革命潮流，紳士風頭甚健，「自治機關逾越權限」，「與縣知事時有齟齬」的事層見

迭出。袁世凱看到他提倡的自治已威脅到他的獨裁統治，於1914年2月3日藉口「各屬自治

會，良莠不齊，平時把持財政，抵抗稅捐，乾予詞訟，妨礙行政」5，下令各地停辦自治會。

但是，此時一紙公文已不能扭轉紳權擴張的趨勢，紳權只是變換了發展的形式。如河南長葛

縣「向設公議局，由各保首事組織。民國成立，趨重議會，首事名稱已不適用。嗣因某議會

奉命解散，合邑公務幾無要領。因設董事辦事處，各董事輪流交替辦公」6。直隸臨城縣則

「民國二年3月將縣署改組，議參兩會之中堅者半充公署科長員，又值勸學所取消，學務職員

亦盡納於縣署內」7。取消自治的結果反而是使紳士直接參加到縣政權中去，進一步擴張了紳

權，這恐怕也是袁世凱始料不及的。

當時，紳權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利於監督貪官污吏，抑制縣知事的獨斷專行，使其

不能肆意貪污，任意妄為。如河南長葛縣「十年之間貪猾吏被公議控撤者七人」8。再如，直

隸臨城縣「從前衙署陋規及差徭供給均由縣議會建議裁撤淨盡，適縣署改組，依紳界主張，

所有舊日班房胥役驅逐一空，而縣署內尤無一毫中飽未剔之款，較之各鄰縣頗稱特色」9。但

另一方面紳權又大大干擾了縣行政機關的正常運轉。「改革以來，黨爭劇烈，甲黨許可者，

乙黨必從而排斥之，乙黨許可者亦然。毀譽不足憑，進退無所據，為知事者日以不保其位為

懼」10。據曾任廣東新寧和直隸深縣、容城知事的鍾毓元自述：「數年以來，奔走南北，歷

宰三縣。自問奉法盡職，無不可以對衿影而質鬼神者。乃每當治理方張之際，輒有意外之橫

逆起乎其間，必使余不能竟所施而去」。「橫逆」為何？紳士「因爭選舉，植勢力，各樹黨

派，以干涉地方公私事務」11。

然而，盛極而衰是辯證法，紳權也不能逃脫這一規律。大革命使紳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

擊。1927年，湖南大紳士葉德輝、王先謙被槍決，全省紳士大部分被遊鬥，被罰款，被拘

押。但這一時期畢竟為時較短，實際上，紳士並未斲喪元氣，而紳權的基礎也未動搖。

二 國共兩黨對紳士的政策和紳權的覆亡

從大革命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政策對待紳士，但這兩種政策卻

殊途同歸，共同造成了紳權的覆亡。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採取了反對豪紳的政策。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對

農民宣言，號召各地農民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在鄉村特權」12。

但兩黨對紳士的政策仍有明顯不同。以湖北湖南為例，1927年3月2日起施行的湖北省《懲治

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是由國民黨制訂的，其第一條規定：所謂土豪劣紳，是憑藉政治、經

濟、門閥身份及一切封建勢力或其他特殊勢力（如勾結團防軍匪），在地方上有下列行為的

人：

（一）反抗革命，或阻撓革命，或作反革命的宣傳者；（二）反抗或阻撓國民黨領導的民眾



運動者；（三）勾結兵匪而蹂躪地方黨部或黨部人員者；（四）通匪而坐地分贓者；（五）

藉端壓迫平民而致死傷或損害者；（六）包攬農村政權、侵蝕公款，劣跡昭著者；（七）欺

凌孤弱，強迫婚姻，或唆嫁孀婦，聚眾擄搶者；（八）挑撥民刑訴訟從中包攬騙訴者；

（九）破壞或阻撓地方公益者；（十）侵蝕公款或假借名義斂財肥己者。

犯上列罪的，由湖北省土豪劣紳審判委員會審判（第八條），農民無直接的審判權。由此可

見，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目的在伸張黨權，而並非打倒紳權。實際上，國民黨在北伐期間

即實行了團結紳士的政策。在廣東高要，國民黨的縣長要求紳士「須即加入國民黨，成立黨

部，贊成革命」13。北伐軍到達河南信陽時，總政治部曾召集各團體、機關及黨部「並當地

士紳，如周少溥、杜聘卿、王月峰、李海樓等」開會，「討論一切問題」14。國民黨在懲治

土豪劣紳方面採取了依靠政權，通過法律解決的方法。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發

布布告：「如有土豪劣紳，應由政府頒布條例辦理，倘擅指他人為土豪劣紳而加陵暴者，責

成行政官廳逮捕，提起公訴，由法庭按其為害情節之輕重，分別照律治罪」15。凡此種種，

實際上都對紳士起到了重大的保護作用。

但是，國民黨始終未放棄反對土豪劣紳的口號。1929年9月18日，國民政府公布《鄉鎮自治施

行法》，其第七條規定，土豪劣紳不得享有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16。1933年，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再次頒行《懲治土豪劣紳條例》。然而，這些法規都規定：所指

土豪劣紳係「經判決確定者」。這就足以說明，國民黨反對的僅是個別土豪劣紳而並非紳

權。反對個別所謂「土豪劣紳」也僅是因為其反對國民政府的統治而已。

對於不反對國民政府並與之合作的紳士，國民黨對之是禮貌有加的，稱呼上則冠以「正

紳」，「良善」，「地方之優秀份子及鄉里老成篤實之人士」；政治上則予以推重，大量攬

入地方政權。1931年，蔣介石在《為地方善後告各地士紳書》中說，組織與領導農民和協助

政府之責任，「政府官吏居其半，地方正紳亦居其半」17。

然而，國民黨對紳士的政策始終是混亂和自相矛盾的。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內部存在著左中

右派系鬥爭的緣故。各地的黨部往往傾向於組織農會，依靠農民與紳士爭奪地方政權，而各

地方政府機關則傾向於與紳士妥協，共同鎮壓農民運動。1929年，浙江省黨部與省政府關於

是否實行二五減租之爭實際上也反映了這一矛盾。在國民政府遷寧之後，全國各地黨部與當

地紳士的鬥爭接連不斷，演化為「新紳與舊紳」之爭。幾乎各地的縣政府都處在「新紳」和

「舊紳」的夾攻之下，右袒則左衽，左袒則右衽，全國各地打毀縣政府，圍攻縣黨部之事屢

有發生。對此，國民黨採取了團結舊紳，培植新紳的政策。對舊紳以退讓求妥協，並力圖培

植新紳取而代之。在30年代，國民政府舉辦了大量的區長培訓班，訓練區長替代舊區董。30

年代中期，新紳已在區政權中佔絕對優勢。30年代末，舊紳幾乎全部被新紳取代。而新紳所

具有的學歷、財產也足以和舊紳相抗衡。

抗日戰爭開始後，紳權進入了新的擴張時期，原來按照國民政府的規定，區長不能由本縣人

擔任，縣長不能由本省人擔任。而在此時期，不但本區人可以擔任區長，本縣人也可擔任縣

長，致使當地紳士不但掌握了縣級政權，而且掌握了地方武裝。至此，紳權與官權已經合為

一體。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經形成。但在戰區，由紳士掌握的地方武裝也曾在抗日

戰爭中起過重要作用。如河南內鄉、鎮平、淅川三縣在抗日戰爭中組織了數萬人的抗日軍

隊，為前線輸送了十餘萬名壯丁，成了抗日的中心。

共產黨也並非主張對紳士一棍子打死，即使贊成農民對土豪劣紳採取過激行動的毛澤東也認



為，紳士有劣與不劣之分18。但在大革命中，共產黨明確提出推翻政權、族權、紳權、夫

權，卻明顯表現出與國民黨農村戰略不同。

所謂四權，其實一言以蔽之，即是紳權。前面已經論及，國民黨反對土豪劣紳，即不與國民

政府合作的紳士，但並不反對紳權。而共產黨則反對紳權，而不反對與共產黨合作的紳士，

無論他是開明士紳抑或是土豪劣紳。

共產黨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對紳士採取了不同的政策。

大革命時期，共產黨通過清算豪紳地主隱瞞土地、逃避負擔、貪污公款來奪取農村政權，在

鬥爭中，以退贓和罰款等方式，把豪紳地主手中的槍枝掌握在農會手中，建立革命的武裝力

量。

土地革命時期，對紳士採取了肉體消滅的政策19，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平江著名豪紳首領幾

乎全部被殺；惠、潮、普三縣暴動中，豪紳地主被殺者百餘人，而瑞金的紳士僅餘文秀才周

家銓一人而已20。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豪紳地主及其家屬絕對沒有分得土地的權柄」21。廣

東逃亡汕頭的紳士「竟在善堂爭飯大鬧，他們的末路比農民更慘」22。抗日戰爭時期，共產

黨對紳士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在政治上，變剝奪紳士的選舉權為實行「三三制」；在經

濟上，變「分田廢債」為「減租減息」。在各抗日根據地的參議會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

一，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進步份子佔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份

子佔三分之一，代表開明士紳和中產階級。但是，紳士並未能掌握鄉村實權，同時發布的

《簡政實施綱要》規定，行政村主任採委任制，自然村村長採選舉制，參議員只有經過委任

或選舉才能兼任行政村主任或自然村村長。在陝甘寧邊區有些地方，鄉參議會常年不開會，

只開村主任、村長聯席會。不兼村主任或村長的議員，就不通知他到會。這樣無形中把參議

員取消了。綏德分區的經驗是：鄉參議員團結在村長的周圍，受村長領導，參加各項工作。

由此可見，在「三三制」下，紳士並未能重新掌握農村基層政權。相反，隨著減租減息運動

的開展，紳權的經濟基礎被從根本上動搖，而紳士的顏面亦掃地以盡。在陝甘寧邊區，

「×××是參議員，在減租鬥爭中跪在大眾的面前叩頭」23。在山東解放區，執行「合理負

擔」和「減租減息」政策使區內地主富農佔有土地下降了1,500萬畝，比重從戰前的30%降為

18%24。土地是紳權的經濟基礎，紳士擁有土地的下降表明了紳士地位的下降。當然，紳士階

層和紳權的覆滅還要等到幾年後的土地改革到來。

解放戰爭時期，改變利用地主矛盾的政策為堅決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政策，不再實行「三三

制」的政權原則，縣及縣以下的群眾基本組織形式是農協，經濟上則由減租減息改為分田廢

債。但對開明紳士，仍注意「不應使其過早與我對立」25。在減租減息鬥爭中，施行了「先

打後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鬥理、鬥力、鬥法」的策略方針。在整個打

的階段中，並不是一切打倒，而是要從鬥爭中發現左翼份子（開明地主），爭取他們同情，

麻痹一部分動搖、觀望的地主，迫使他們中立，而集中火力打擊頑強抵抗的地主，採取「擒

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剪除爪牙」，「洗臉擦黑」，「脅從不問」的策略，來達

到孤立與打擊反動地主的目的，從而迫使整個地主階級放棄其統治地位26。

但是，無論是大革命時期還是土地革命時期，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階段，共產黨都沒有採

取完全排斥紳士的政策。如在大革命時期被北洋軍閥殺害的河南省滎陽縣賈峪區農會主席，

共產黨員張虎臣，就是當地著名士紳；而在土地革命時期，很多共產黨游擊隊都和當地士紳



建立了統一戰線。如鄂豫邊區游擊隊，「不論土豪劣紳、地主富農、土匪流氓，只要不是堅

決反共的，廣大群眾也不大痛恨的，願意同我們交朋友講聯合的，我們都可以同他交朋友，

而集中力量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群眾最痛恨的傢伙」27。

在解放戰爭中，在不同的地區，即老解放區、新解放區、游擊區，對紳士執行的政策也有所

不同。在老解放區，實行了二次土改，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在外的紳士也被抓回批鬥。在新

解放區和游擊區，施行了「爭取開明紳士，拉攏地主勢力，打擊地方惡霸，特別是利用其互

相間種種矛盾，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政策」28。在敵人優勢兵力進攻下，「利用

地方士紳以兩面手段去求情」29，「或推動士紳出面聯名，證明當地無共產黨活動」，「以

緩和敵人的燒、殺、搶」30。甚至以開明紳士出面領導鬥爭，「以便敵人進攻時，地方黨的

組織不致遭受摧殘」31。但在對紳士進行利用的同時，又採取了對其限制的政策，如「在吸

收開明士紳參加政府工作時，必須經過地委以上黨委之批准，不能亂吸收」32。「舊鄉保甲

長、開明士紳、商人，原則上不用或少用，使用時不能任村長、財糧、武裝主要部門」33。

共產黨對紳士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幫助共產黨度過了極其困難的時期。如1939年，福建

永定縣長逮捕了一個共產黨員，秘密拷問組織，該縣黨組織托紳士去保領，結果，該縣長不

得不釋放該同志。皖南事變中，國民黨軍進攻閩北閩東革命根據地，由於地方紳士及其武裝

給予共產黨幫助，「頑進剿基本上是撲了空」34。1943年，浙東內戰開始前後，該地各界人

士在國軍反共反人民的刀槍面前，一致團結，反對內戰，堅持抗戰，「某士紳為呼籲團結，

遭受國軍逮捕達四五次，反而更加堅強」35。

國民黨對紳士的政策則是完全失敗的。北伐後期，國民黨的屁股完全坐到了紳士一邊，成為

了農民運動的對立面。「各縣紳士均紛紛入黨，把持縣政」36。「農民所痛恨的土豪劣紳，

南軍來到都成了有地位的黨員，氣焰還高了」37。在十年內戰中，國民黨為了取得紳士階層

對鎮壓工農運動的支持，實際上放鬆了對紳權的限制，採取了縱容政策。抗日戰爭中，國民

黨政權的處境更為艱危，在同共產黨和日軍的兩面作戰中，轉而對紳權採取扶植政策，導致

以紳權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急劇膨脹。但是，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同紳權的地方割據仍然

存在著矛盾和鬥爭。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政權為了調動一切力量和共產黨作鬥爭，實現了和

紳權的合流。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紳士階層具有和以往不同的特點：首先，「新紳」大都是大專或中等學

校畢業生，他們沒有功名。一般來說，他們的知識結構較新，但文化修養沒有「舊紳」高，

甚至有文化較低的人濫側其間；第二，「新紳」系統、派別明顯，派系鬥爭激烈，地方一般

分為兩派，長期爭鬥不休；第三，「新紳」具有紳士和官員雙重身份，以本地人辦本地事，

往往擔任當地區長、校長、校董、團總、議員或縣政府的職務，既有官職，又有勢力，因而

與農民經濟利益衝突較大，矛盾較深；第四，「新紳」多掌握地方武裝，「通匪」、「窩

匪」的現象比較普遍，甚至在有的地區出現「匪化」現象。

綜上四點，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紳士階層已成為社會上最腐朽的階層，遭到農民痛恨，因而

當革命風暴到來的時候，這一階層便迅速地被打倒了。

開明紳士也未能逃脫被打倒的噩運，儘管相對來說受到了較為溫和的待遇，那就是被鬥時可

以站著，不必下跪。



隨著紳權的滅亡，大量紳士走向窮途末路，無數字畫、古籍和其他藝術品也隨之被消滅。雖

說人們都知道在傾倒洗澡水時不應把孩子潑出去，但哪一次革命不是對傳統文化的衝擊？紳

權覆滅留給我們的恐怕不只是這一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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